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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同政治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

对华政策作为案例，分析和考察认同政治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揭示这

一政策失败背后美国方面所存在着的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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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认同”正在成为

国家对外政策研究中日益重要的概念。然而，仅仅认

识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尚不够，人们还需要从经验分

析上对认同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给予更多的说明。

社会建构主义假定，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不仅受

制于外界物质环境的压力，而且还与决策者的认知行

为有关。对这假定进行实证的过程，也是谋求重建对

外政策理论的过程，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对外政策理论

一直由国际体系物质实力分配论所支配，忽视和低估

了认同政治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试图对认同政治的有关理论进行叙述，然后，

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作为案例，

分析和考察认同政治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

程中的作用，揭示这一政策失败背后美国方面所存在

着的认知问题。

对认同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解

长期以来，对外政策分析一直受物质实力论的影

响和指导。新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在国际政治体系中，

国际体系中物质结构特征确定着国家的行为，并且限

制或制约着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外政策方面，

物质结构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因此，只要物

质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国家的对外政策

行为是相对固定不变的，或者说在客观上是可预见的。

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相

互关联的结构：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国家的行为和

利益不仅受到体系中物质结构压力的制约，而且还受

影响于观念结构中主体间社会互动的作用。在对外政

策分析方面，建构主义强调，认同政治对国家利益的

形成、政策选择及行为等构成重要影响。国家对外政

策制订过程是确定和区别自我身份和“其它者”身份

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认同？对此，目前人们尚无确切和统

一的定义。一种认为把认同理解为是行为体的身份。

另一种认为把认同看作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与某些行为

体相似、与另一些行为体相区别的状态。[ 1]也有人把认

同看作是“行为体的一种属性，它引起具有动机性的

和行为上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同具有主体

性特征”。[ 2]这种主体间性质帮助构成认同中“自我”

和“其它者”之间的区别。从这些定义中，人们可以

看到，认同乃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不仅存在于社会关

系中，具有身份的含义，而且构成行为体的基本属性。

认同可大体分为两类：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它

们也被称为认同的内在结构和认同的外在结构。

行为体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社会和历史过程是建构认同的重要力量。

每个行为体具有一种自我概念。它是在历史的过程中

形成的，譬如，有关国家或民族的观念是近代历史的

产物，国家身份是在人类广阔的历史的背景下体现在

局部层面上的政治及心理结果。认同或身份的形成具

有社会性，它述并规定着行为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应该如何思考、感觉、评价以及行动。[ 3]这一过程的性

质决定着自身如何确定自己的范围。一定的社会环境

决定着行为体的一定身份。认同或身份乃是一种社会

建构。这可以进一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加以

理解。

第二，心理过程构成认同建构的另一个力量。认

同也是一种心智再现。从个体上讲，行为体的心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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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行为个体战胜内在自我的缺陷，对大量的外界刺

激进行有组织地安排，并以自我图式作为工具，对自

我以及外界环境进行理性的管理和控制。从这个意义

上讲，认同建构过程是一种心理机制适应和调节的过

程，它不仅给行为体提供一种自我感知和内在心智活

动的机会，而且为理解自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提

供手段。

从群体方面看，认同或身份由独立的范畴或特定

的群体成员所组成。在一个国家里，大多数的人们之

间并不相识，甚至一辈子也不会相见，但是，他(她)

们具有共同的认同或身份，因为他(她)们分享着这个

国家的基本特质(包括政治信仰、宗教、民族、意识形

态、语言、文化等)。这是国家民族心理过程的力量，

它帮助想象出一个民族共同体。

第三，话语构成认同建构的工具。如果说身份建

构的过程是把自我与其它者区别开来的过程，那么，

话语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体通过语

言叙述⋯⋯譬如历史叙述⋯⋯把自我与其它者区别开

来。在这里，且以国家行为体为例，国家认同或身份

的形成处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叙述中。叙述本身构

成了一种重要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个国家建构

它的集体认同。如果说叙述涉及到故事情节，那么，国

家在进行自我叙述的过程中会建构一种故事情节，譬

如关于国家的起源、能够体现和代表这个国家并为全

体国民所集体记忆的历史经历或重大事件等。

这种区别的过程往往容易形成自我与其它者之间

的敌对关系，即潜伏着自我与其它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不过，在建构主义看来，话语建构的过程也可以是在

非敌意的形式下进行的，以非敌意的方式建构起来。

通过话语，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得到建构，它可以决

定自我与其它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一般地讲，

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往往是由强者加以解释和确定

的。

第四，个人行为体也可以构成认同建构的力量。

个人行为体出于各种目的，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建构认

同或身份。譬如，本国(自我)与别国(其它者)发生暴

力时，本国的政治精英们会建构一种敌对的别国身份，

并利用国家宪法和其它的制度化规范去动用本国资源，

加强自身的权力，最终确立自我的身份。

显然，认同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或静止的东西，

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传统的理论认为，认同或身份是

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是社会世界中不变的事实。

一定的认同是由人性而不是由社会习俗和实践所确定

的。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或身份不是固定的或理所

当然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被建构起来的。由于认同

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因此，行为体之间在认同或身份

上的相互认知可以从消极到积极、从把其它者看作是

一种诅咒到把其它者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或是把其

它者看作是对自我的一种延伸。当然，积极的相互认

同也可以转变成消极的认同。[ 4]

不过，认同的变化也不是无限性的，因为身份还

具有非社会的成分，如物质和其它方面的特征，譬如

行为体(如国家)的规模、地理位置、种族、语言、历

史经历、文化传统等，这些都是难以变化的。在温特

那里，这些被认为是集体身份，这种身份影响着“自

我”对“其它者”的看法，也影响着“其它者”对“自

我”的看法。因此，尽管身份在一定的社会互动过程

中会发生变化，但是，身份一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因为身份是一种先验图式，而先验图式通常是拒绝一

般变化的。

建构主义者对认同政治感兴趣，那是因为发现认

同与行为体的利益及行为之间存在着构成性关系。

一般地讲，利益是一种渴望，是行为体所需求的

东西。根据社会理论，利益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利益，

另一种是主观利益。客观利益指的是行为体为了生存

或延续下去所必须获得的必要满足或是功能上达到必

要需求。如果这些满足或需求无法获得，那么，这个

行为体就无法生存下去。譬如，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具

有基本的生存需求特征，如国家需要有领土范围、构

成这个国家的民众和政治制度、基本的物质资源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般性的“国

家利益”，即这种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

存在着的。主观利益则是指行为体实际所具有的关于

如何满足自身需求的信念。它是行为体行动的动力。

这种利益类似于传统理论所讲的“偏爱”或“渴望”。

传统的政治理论没有充分地讨论认同与利益之间

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认为，利益是客观的、外源的、

特定的、有序的和稳定的。一般地讲，所有的国家，在

一定的物质环境下，通常具有一种稳定的安全利益。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那里，国家利益表现为对权力的渴

望、扩张和炫耀。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利益主要

表现为安全生存。更为具体的利益主要被看作是独立

于社会互动过程之外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理论看

来，社会互动不会改变国家的身份和利益，除非国家

之间相对的物质实力在分配上发生变化。这就是传统

的理论不愿意积极讨论认同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此

外。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行为体行为受制于国际

体系的物质结构。

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决定着利益。利益是行为

体所需要、所渴望的东西。利益以认同作为前提。如

果某个行为体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这个行为体就

无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行为体只有知道了自己的身

份之后，才有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显然，体现在

国家身份中的信仰、价值、规范和实践在利益构成方

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讲，国家身份中固有

的价值确定着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满足和实惠。此外，

扎根于行为体身份中的信仰，可以帮助行为体在实现

自我利益时如何确定和诠释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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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行为体对具体的行为作出一定的选择。

不仅如此，利益反过来重建着认同。由于认同主

要还是一种状态或存在，还不等于渴望，因此，如果

没有利益，认同就没有了动力，反过来，如果没有认

同，利益也就没有了方向。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认同

加上利益等于行动。身份和利益是相互构成的。

建构主义指出，如果国家行为体之间可以发展成

为集体认同的基础之一，是它们分享着“共同的”利

益。反过来，如果国家之间缺乏积极的认同，那么，本

国利益是在不考虑其它者的情况下确定的。认同过程

的性质决定着自身如何确定自己的范围。它是实现政

治权威国家化的必要的社会心理条件。不过，国家之

间认同关系的性质往往是由强国所支配并加以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自“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不断谋求实现它

在中国的经济、宗教、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辛

亥革命后，美国一直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代

表。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

美国面临是否承认中共新政权的问题，本文认为，新

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美国在承认新中

国的问题上作出错误的选择，而认同政治则在这一时

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战后

的中国有几个主要设想：1)中国不要再发生内战；2)

中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作用；3)中国成为战后苏联

可能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力量；4)中国填补日本战败后

在亚洲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尽管当时国民党政

权腐败虚弱，但是，美国仍然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

会的常任理事国，把中国列入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

“四大警察”之一，并帮助蒋介石本人提高在世界政治

中的地位。譬如，1937年，美国《时代》杂志把蒋介

石夫妇作为该杂志的封面人物。从认同政治上看，罗

斯福的对华政策核心之一是选择了国民党政权，并对

它进行扶植。然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因为

蒋介石再次发动了内战，失去民心，贫穷落后的中国

再度陷入战乱之中。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一个主要任务是要在欧洲和

亚洲赢得战争。他对外交事务了解甚少，对亚洲的知

识了解更少。他认为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改革”。[ 6]

在对华政策制订方面，杜鲁门依靠罗斯福时期的中国

问题顾问如赫尔利、魏德迈等扶蒋反共者。日本失败

后，杜鲁门的在华目标是要阻止苏联力量帮助中国、

阻止中国再度发生内战、确保美国在华影响力。在谋

求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杜鲁门选择了继续支持蒋

介石政策。他命令日本人向国民党政权投降、让美国

海军把近50万国民党军队运往北方等。与此同时，美

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大发雷霆，认为美国国务院内部有

官员策划亲共的行动。他的作法引起国会的重视。国

会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杜鲁门的对华政策过于“软

弱”，并要求总统公开所有的雅尔塔会议的条约，声称

美国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出卖了东欧，而且出卖了亚洲。

尽管国会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去证实赫尔利的

指控，但是，这些作法还是煽起一些美国媒体和公众

对总统对华政策的不满。为了平息这场批评，杜鲁门

不得不请已经告老还乡的马歇尔出山，派他前往中国。

马歇尔的使命是对战后的中国内战进行调停、说服中

共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帮助建立由国民党领导的联

合政府。1946年，杜鲁门首次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公

开声明，称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院外

集团等势力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从经济和军事上援

助国民党政权。然而，蒋介石还是再次发动了国内战

争。1947年1月 7日，马歇尔返回美国，宣告在华调

停失败。

1947年，美国国会接受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美

国对战后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全面开始。为了避免国

内一些人批评政府在反共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即美国

实施马歇尔计划，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忽视共产主

义在亚洲的情形，杜鲁门感到自己需要在中国问题上

有更多的行动。在政治认同方面，美国政府明确采取

扶蒋反共政策。[ 7]杜鲁门派遣魏德迈将军使华，调查中

国的情况；国会批准3.38亿美元的援华项目，在马歇

尔的建议下，国会又补充了1.25亿美元，支持蒋介石

装备军事力量。然而，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力量大

势已去。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同日，

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杜鲁门都认为，美

国的任何援助都无法挽救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虚弱。美国支持蒋介石并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应

该结束。这是当年8月 5日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

中的主要结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显然又失败了。国会

共和党人和院外集团强烈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了中

国”。与此同时，杜鲁门面临着对华政策中下一个棘手

的难题：是否承认1949年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新

中国。

中共与美国的最初接触始于延安时期，并在共同

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结下友情。1944年6月，美国副

总统华莱士率迪克西使团来华，毛泽东亲自会见代表

团成员。1945年 1月 9日，中共领导人通过信件表达

愿意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寻求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和承

认。但是，罗斯福一直没有回此信。新上任的驻华大

使赫尔利从中作梗，而把中国未来命运的赌注押在蒋

介石的身上。自1949年初开始，中共不断作出友好表

示，表达了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寻求美国

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承认，但先后受到美国的拒绝。

1949年 5月至 7月间，中共官员黄华奉命与美国驻华

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双方话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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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月，司徒雷登接到访问北平的邀请信，以便与中共

领导人见面。但是，杜鲁门似乎过于担心来自国会的

压力，担心国会指责他对中国软弱、对中国搞绥靖政

策。6月 24日，21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反对

美国承认中国，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杜

鲁门最后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

平。1949年 6月 1日，据说周恩来通过一名澳大利亚

记者给美国驻北京总领事一封信，表达了中国愿意与

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6月15日，毛泽东郑重地

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

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 9]杜鲁门政府又一次拒绝了这一倡议。6月 30日，毛

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一边倒”讲话。杜鲁门则把这个

讲话理解为中共领导人已经与苏联人密切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尚不完全

清楚，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采取了等待观望态

度，即“等待尘埃落定”政策。

新中国诞生后，美国再次面临着对新中国身份是

否给予外交承认的问题。中国总理兼外长邀请美国和

其它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政府

再次向华盛顿发出友好表示。10月2日，苏联承认新

中国。美国则在犹豫。杜鲁门认为，美国不应该急于

承认这个政权。在他看来，美国在1933年才承认苏联，

那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第16年。美国国务院也宣

布，美国在没有与国会和盟国商量之前不想承认新中

国。美国显然选择采取不承认的政策，把新中国作为

一种“其它者”加以区别。

结  语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美国对华先后采取了扶植国

民党政权、扶蒋反共、等待尘埃落定、不承认新中国

等政策。这些政策都涉及到认同政治。从历史上看，这

些政策都失败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社会和

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知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战后初期复杂的国际政治

环境以及美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则限制了美国

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明智的选择。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选择，与其说是受物质

结构压力的影响，还不如说是由于认同政治作用的结

果。影响当时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考虑的东西，并不

是中国的物质实力(那是一个经历了三座大山压迫、经

历了无数战争磨难、千孔百苍的中国)，而是战后国际

体系中新中国所确立的政治范围或身份(一个追求共产

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一政治范围是与美国

的战后政治身份(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相对立的。

因此，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乃是把美国(自

我)同中国(其它者)区别开来。“其它者”对“自我”构

成威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新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

威胁与其说是来自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来自观念上

的。

由于美国拒绝对新中国的身份给予外交承认，它

造成中美之间无法形成积极的相互认同。这一结果是，

两国之间没有产生它们在世界政治及地区安全领域的

共同利益和观念，相反，它建构起两国间在彼此行动

上的敌意和猜疑。1949年末和1950年上半年所发生的

一系列事件⋯⋯沃德事件、美国以武力保护台湾以及

朝鲜战争爆发等⋯⋯可以说明这一点。[ 10]倘若当初美

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作出正确选择，承认新中国政

权，那么，战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许就要被

重新书写。然而，直到1979年，美国才正式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近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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